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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为“发达国家高、发展中国家低”的分化倾向，发

达国家人均三维生态足迹均值为  2.372，而发展中国

家仅为 1.240。表 3 表明，2000—2022 年人均三维生

态足迹高值区集中于欧洲国家如拉脱维亚，普遍超

过 2.000，而低值区多为发展中国家（如孟加拉国、巴

基斯坦），普遍低于 1.000。这种分化现象的根源在于

工业化水平的巨大差异。高值国家往往拥有高能耗

的产业体系，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强度大；而低值国家

虽资源总量有限，却面临着利用效率低下的困境，甚

至隐含着生态贫困的风险。

极值演变轨迹凸显资源利用的差异。2000 年最

大值（蒙古，4.972）与最小值（哈萨克斯坦，0.120）相
差 4.853；至 2022 年，最大值（拉脱维亚，6.152）与最小

值（巴基斯坦，0.378）差距扩大至 5.774。这种极差增

大的变化趋势，表明资源开发强度差异持续加深，高

值国家资源消耗加剧，而低值国家发展受限。

横向对比揭示了异常波动国家的结构性风险

（图 3）。高压力集群（>3.0）如资源依赖型经济体蒙

古，可能面临生态赤字扩大压力，需要平衡资源开发

与生态承载力。中等压力区（1.0~2.0）如东欧工业国

（波兰、捷克）稳定在 1.800~2.000 之间。低压力区（<
1.0）如南亚国家（印度、巴基斯坦）始终最低，人口密度

高但人均消耗低；东南亚（菲律宾、柬埔寨）受限于发

展水平，足迹增长缓慢。纵向分析显示，阿曼三维生态

足迹在 2022 年升至 2.065，较 2000 年增长 171%，其主

因可能是由于疫情后油气产业复苏与生态修复投入

不足，暴露其增长模式的脆弱性；中国从 2000 年的

0.764稳步升至 2022年的 1.050，增速平缓且低于多数

工业化国家，体现了其资源利用效率的逐步优化以及

产业结构升级与可再生能源推广的成效；相比之下，

孟加拉国生态足迹在 2022年仅 0.410，反映“低水平均

衡陷阱”风险，资源利用总量不足但效率停滞。因此，

高生态足迹国家需警惕“高人均 -低效率”的减排盲

区，强化循环经济布局；低生态足迹国家应避免“先污

表 2　研究区 2000—2022 年人均生态足迹深度最值

Table 2　Extremum of per capita ecological footprint 
depth in study area from 2000 to 2022

年份

2000
2005
2009
2014
2018
2022

最高值（国家）

28.324（新加坡）

18.867（新加坡）

17.465（新加坡）

16.334（新加坡）

14.586（新加坡）

13.202（新加坡）

最低值（国家）

1.000（多国）

1.000（多国）

1.000（多国）

1.000（多国）

1.000（多国）

1.000（多国）

极差

27.324
17.867
16.465
15.334
13.586
12.202

注：人均足迹深度=1.0 表示生态足迹≤生物承载力，无存量资本

消耗。2000—2022 年维持此状态的国家包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拉

脱维亚、立陶宛、乌克兰、印度尼西亚等资源丰裕型经济体。

图 3　研究区 2000—2022 年人均三维生态足迹分布

Fig.3　Distribution of per capita 3 D ecological footprint in study area from 2000 to 2022

表 3　研究区 2000—2022 年人均三维生态足迹最值
Table 3　Extremum of per capita three-dimensional 

ecological footprint in study area from 
2000 to 2022

年  份
2000
2005
2009
2014
2018
2022

最高值（国家）

4.972（蒙古）

3.919（拉脱维亚）

4.360（蒙古）

4.943（蒙古）

5.135（蒙古）

6.152（拉脱维亚）

最低值（国家）

0.120（哈萨克斯坦）

0.300（孟加拉国）

0.337 （孟加拉国）

0.371（孟加拉国）

0.383（巴基斯坦）

0.378（巴基斯坦）

极  差
4.853
3.619
4.023
4.572
4.752
5.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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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后治理”路径，平衡基本需求与生态可持续性。

3.3.2　人均三维生态足迹空间相关性

由表 4 可知，所有年份的 p 值均接近 0，且 Z 值均

大于 3.350，远超 1.960 的临界值，说明结果均通过了

显著性检验水平。Moran’s I 指数从 2000 年的 0.142
逐步上升至 2022 年的 0.287，仅 2012 年短暂回落至

0.298。表明研究区人均三维生态足迹的空间正相关

性逐年增强，且高值与高值、低值与低值的空间聚集

特征更加显著。图 4 表明，2000—2022 年俄罗斯的集

聚特征波动较大，从高-高集聚到不显著交替变化，可

能受到其资源依赖型经济的影响以及国际能源市场

波动导致三维生态足迹变化；而中亚和印度低-低集

聚特征较为稳定，可能受当地环境约束以及资源利用

效率的影响；中东部分地区 2000—2014 年及 2022 年

为高-低集聚，2018 年短暂变为低-低集聚，呈现出中

东地区（如沙特阿拉伯）生态足迹高值与周围低值区

的空间异质性，2018 年的变化可能与区域政策调整

如生态保护措施或资源利用模式改变有关，导致自

身生态足迹降低，与周围同属低值；而中国地区从

2000 年的低-高集聚逐渐转变为不显著，可能与其产

业升级以及国际资源供应链重构有关；其余国家均

无聚集情况。

3.4　研究区三维生态足迹影响因素分析

研究结果（表 5）表明，城镇化率、贸易开放度、可

再生能源占比以及生态承载力（全球 hm2）均在 1% 水

平上显著正向影响三维生态足迹，其系数分别为

3.23×10−2，4.82×10−3，2.27×10−2以及 7.60×10−10。

城镇化进程可能与基础设施扩张与能源需求激

增加剧生态压力相关，城市人口集聚进一步增大了高

碳活动的环境影响；贸易开放度提升可能通过资源密

集型产品出口扩张及高生态足迹产品进口，引发生态

成本的空间转移；可再生能源占比与生态足迹的正向

关联则揭示了技术锁定效应与能源回弹效应的潜在

作用，表明清洁能源推广需与能效提升协同推进；生

态承载力提高通过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生态服务的增

强及政策的推动等方面正向促进三维生态足迹。

表 4　研究区 2000—2022 年全局 Moran’s I 指数空间自相关性检验结果

Table 4　Results of the global Moran’s I index for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test in study area from 2000 to 2022

年份

2000
2005
2009
2014
2018
2022
平  均

Moran’s I
0.142
0.236
0.184
0.268
0.287
0.298
0.236

E（I）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方差

2.34×10−3

2.47×10−3

2.42×10−3

2.44×10−3

2.42×10−3

2.36×10−3

2.41×10−3

Z 得分

3.358
5.150
4.145
5.838
6.245
6.550
5.215

p 值

7.84×10−4

0
3.40×10−5

0
0
0

1.36×10−4

图 4　研究区 2000—2022 年局部 Moran’s I 空间自相关集聚分布情况

Fig.4　Distribution of local Moran’s I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gglomeration in study area from 2000 to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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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净初级生产力与外商直接投资表现

出显著负向影响作用，其系数分别为-3.33×10−2与

-4.85×10−12。净初级生产力依托植被固碳能力增

强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功能，外商直接投资则通过

清洁技术溢出与产业结构升级降低资源消耗强度。

值得注意的是，生态承载力的正向效应表明资源丰

裕地区易出现过度开发问题，印证了“资源诅咒”理

论在生态领域的适用性。

人均 GDP 正向影响三维生态足迹，工业增加值

负向影响三维生态足迹，但是并不显著，其系数分别

为 4.17×10−6 与-2.61×10−3，说明在此情境下二者

对三维生态足迹来说并不是关键的影响因素。其背

后可能源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不同发展阶段国家

间的抵消效应，即高收入国家通过技术升级与环境规

制实现生态压力缓解，而中低收入国家仍处于“经济增

长—资源消耗”的强耦合阶段，导致整体关联性被稀

释；而工业增加值占比的异质性关联则反映了产业结

构的分化特征以及环保政策对资源利用强度的调节作

用，进而削弱了该变量对三维生态足迹的影响效应。

以上结果表明，协调城镇化进程中的生态安全

边界、优化贸易隐含生态成本分配机制、破解可再生

能源推广中的技术锁定困境，是缓解三维生态足迹

增长的关键路径。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  论

（1） 研究区多数国家的人均足迹广度呈现波动

上升趋势，但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新加坡始终为最

低值，而最高值由拉脱维亚、蒙古交替占据。

（2） 研究区域国家生态足迹深度呈现两极分化，

多数国家集中在 1.0~3.0，但部分国家表现异常，如新

加坡 2000—2022 年足迹深度最高，其资源利用强度

远超其他国家，但差距在逐年缩小，而哈萨克斯坦、俄

罗斯等国长期稳定在 1.0左右，资源利用效率较高。

（3） 研究区三维生态足迹时空变化多样，国家差

异明显，整体呈现“发达国家高、发展中国家低”的分

化特征。欧洲国家如拉脱维亚三维足迹长期领先，发

展中国家如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的三维足迹普遍低于

1.0，但中国三维足迹从 2000 年的 0.764 稳步升至

2022年的 1.050，体现其资源利用效率的逐步优化。

（4） 研究区在全局空间方面呈现显著的正相关

性，且逐年增强。在局部方面，俄罗斯、中东欧国家

形成生态足迹“高-高集聚”区，而南亚部分国家则呈

现“低 -低集聚”，中东国家（如沙特阿拉伯）呈现“高

低”异常值，中国从低高集聚逐渐转变为不显著，其

余国家无集聚情况。

（5） 研究区三维生态足迹主要受城镇化、贸易开

放度、可再生能源占比以及生态承载力（全球 hm2）的

正向影响，同时也受净初级生产力与外商直接投资

的抑制作用。

4.2　讨  论

本研究基于改进的三维生态足迹模型，系统揭

示了“一带一路”51 个共建国家自然资本利用的时空

分异规律及其驱动机制，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提

供了多维视角的理论支撑。研究结果表明，沿线区

域生态足迹的分布与演变呈现出显著的异质性与动

态性，其背后隐含的生态经济逻辑值得深入探讨。

首先基于改进三维足迹模型，其修正传统模型忽略

生态赤字/盈余的空间异质性导致的评估偏差。与

未改进的模型相比（以 WWF，2020《地球生命力报

告》为例），传统模型将全球均衡因子统一应用于碳

足迹核算，忽略“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林地碳汇能力

的区域差异。改进模型通过本地化生物承载力核

算，使俄罗斯的足迹深度从传统模型的 1.8 降至 1.0，
更真实反映其生态盈余状态。同时，改进模型显式

分离存量资本消耗（生态足迹深度）与流量资本占用

表 5　研究区 2000—2022 年 Tobit 回归结果

Table 5　Tobit regression results in study area from 2000 to 2022

变  量
人均 GDP（现值美元）

净初级生产力/（g · m-² · a-1，以 C 计）

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城镇化率/%
贸易占 GDP 的百分比/%
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
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现价美元）

生态承载力（全球 hm2）

系  数
4.17×10−6

-3.33×10−2***

-2.61×10-3

3.22×10−2***

4.82×10−3***

2.27×10−2***

-4.85×10−12***

7.60×10−10***

标准差

3.64×10−6

3.94×10−3

2.22×10−3

2.30×10−3

5.81×10−4

1.77×10−3

1.17×10−12

1.65×10−10

t值

1.14
-8.44
-1.17

14.04
8.29

12.82
-4.13

4.60

p 值

0.252
0.000
0.24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注：∗∗∗表示极显著，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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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足迹广度），以新加坡为例，传统模型显示其人

均总足迹为 8.2，而改进模型揭示其深度值高达 13.2，
表明 86% 的资源需求依赖存量资本透支，凸显代际

不公平性［7］，此改进使结论更契合“一带一路”区域资

源禀赋分异特征。

研究结果反映出的蒙古等高广度国家的生态赤

字代际转移风险，印证了 Wackernagel 等关于“资源

密集型经济体面临代际公平危机”的论断［23］，而高深

度国家的存量资本透支可能引发长期不可逆损失。

例如，新加坡的足迹深度值虽从 2000 年的 28.324 降

至 2022 年的 13.202，但仍远超全球平均水平，表明技

术替代未能完全抵消资源依赖惯性。对比方凯等学

者早期研究，其提出的“发达国家生态足迹普遍较

高”结论在本研究中得到验证［22］，即欧洲国家如拉脱

维亚、捷克等国的三维足迹长期领先。然而，现有研

究对贸易隐含生态成本的核算仍不完善，需构建跨

区域责任共担机制以破解治理碎片化困境。研究区

生态足迹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性增强，Moran’s I 从
0.142 升至 0.298，与罗万云等［29］关于“区域生态经济

系统耦合度提升”的结论一致，但局部集聚模式揭示

了更深层次的问题。俄罗斯的“高-高集聚”波动可能

与中东欧产业转型滞后相关，而印度的“低-低集聚”

稳态则反映生态贫困与制度惰性的叠加效应。这一

发现挑战了传统“一刀切”治理范式，支持多中心治

理理论，即需要构建差异化政策工具箱。基于 Tobit
模型结果，城镇化率、贸易开放度、可再生能源占比

以及生态承载力对生态足迹具有正向驱动作用，显

露出现行技术路径与制度框架的深层矛盾。同时，

可 再 生 能 源 占 比 与 生 态 足 迹 的 正 相 关 性 验 证 了

Nattapan Kongbuamai［27］得出的结论，即回弹效应加

剧资源消耗。由于本研究对象集中于特定国家且缺

乏对未来生态变化的预测，同时贸易隐含生态成本

的核算尚未完善，未来需拓展研究时空范围、加强预

测分析，构建跨区域生态责任共担机制，提升自然资

本利用研究的系统性与实践指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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